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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①

高　程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问题。居于主流的“二

元决定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不仅受利益支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理想主义价值诉求的影响；这种特殊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建立在“美国

例外论”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证明，在看似相互交织的二元目标背后，美

国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的本质是以物质利益为主导。在确保物质利益最大

化的情况下，植根于“例外论”的价值观念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驱动作

用微弱，难以构成独立影响外交政策的“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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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及政策制定的动因研究中，“二元决定论”最为普遍并占据

主流，它遍布国际关系理论界、美国对外政策史学界和美国政界。无论是塞缪尔·亨

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沃尔特·米德（Ｗａｌｔｅｒ　Ｌ．Ｍｅａｄ）、布鲁斯·金特尔森

（Ｂｒｕｃｅ　Ｗ．Ｊｅｎｔｌｅｓｏｎ）、沃尔特·拉夫伯（Ｗａｌｔｅｒ　ＬａＦｅｂｅｒ）等学者，还是亨利·基辛

格（Ｈｅｎｒｙ　Ａ．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乔治·凯南（Ｇｅｏｒｇｅ　Ｆ．Ｋｅｎｎａｎ）、康多莉扎·赖斯（Ｃｏｎ－

ｄｏｌｅｅｚｚａ　Ｒｉｃｅ）等政要，都是美国对外政策“二元决定论”的信奉者。“二元决定论”观

点的核心内容在于，美国对外政策由理想主义和现实利益这两大目标所决定，它始终

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点；其中，理想主义目标背后的驱动力来源于一种独特的外交观

念，即“美国例外论”，这种“例外论”观念的存在使得美国对外战略及其具体政策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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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别于其他国家，很大程度上受理想主义价值观的驱动。这些研究和观点影响了

国内学界对于美国对外政策性质的判断。周琪指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是美国外

交政策的两大传统，而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例外论”观念使美国外交具有不同于其

他大国的特质，这一点是美国学界的普遍共识。①

然而，建立在美国“例外论”基础上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质

性地影响或改变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选择？在物质利益与基于“例外论”的观念两者之

中，哪个因素真正主导着美国对外战略及政策制定的方向？本文试图透过历史视角，

使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予以回答。

一　关于“美国例外论”和二元外交传统的研究现状及不足

在美国的外交史上，看似有多个相互交叠、补充，或者彼此冲突的传统。②这些外

交传统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政治主张，无一例外都在理想主义 与 现 实 主 义 之 间 徘 徊。

王缉思指出，美国外交思想最大的特点，是“现实利益考虑与意识形态考虑之间的矛

盾交织”。③亨廷顿认为，美国介入世界的方式通常是两种力量牵引的结果，一种是国

家利益和权力，另一种是政治道德和原则。金特尔森将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锁

定在权力、和平、繁荣与原则之上。④

这其中的前三项目标只是现实利益的细化而已。学者们用不同的名词定义美国

外交政策动因的二元性：利益与理想、权力与道德、现实主义与乌托邦、实用主义与原

则、历史的现实主义与理性的理想主义、华盛顿与威尔逊等等。不论表述方式如何变

化，他们都断定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二元性这一现实。⑤

从一些著名的美国对外关系史著作中，也能辨析出美国外交传统中明显的二元

迹象。如拉夫伯在撰写《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２卷）时，分别从如下两条线索展

开叙述：美国人如何建立起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机器，以及这部机器如何与那个时代

的传教冲动一道，塑造了经济崛起时期的美国及其外交政策。⑥基辛格在《大外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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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明确以价值与物质利益二元对立为主线来梳理２０世纪美国外交的基本脉络。

在他看来，任何一位严肃的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都不可能无视“美国例外论”的传统，

与此同时，他们又必须理性地审度推行例外论传统的现实背景；关于价值观与自身利

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抉择，时常令美国的外交政策“深陷道德与现实的拉锯之

中”。①

与基辛格将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相对立的看法相比，更多美国学者和政治家相

信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目标是彼此相容的。保罗·施罗德（Ｐａｕｌ　Ｗ．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指

出，在两大目标间平衡、协调乃至超越两大目标，才是美国所建立的稳健的国际秩序

的核心。②前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伯特（Ｓｔｒｏｂｅ　Ｔａｌｂｏｔｔ）也强调，“美国的价值观

和利益是相互增进的。”③前国务卿赖斯更自信地声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一古

老的二分法从未真正应用于美国”，因为美国人从不相信其“国家利益和普适的理想

不一致”。在她看来，尽管美国理想和现实利益的关系在短期内有时会趋于紧张，但

是从长远来看，它们是不可分割的。赖斯将其称为“独特的美国现实主义”。她认为

这种独一无二的理念一直指导着美国对外政策，决定了美国决策者思考自身力量、利

益和价值观的方式。④

相较历史悠久的欧洲利益外交的传统，对理想主义目标的追求被视为美国外交

传统中独特的元素。而理想主义目标背后的观念支持是所谓的“美国例外论”。“美

国例外论”的观点雏型见于亚历克西·托克维尔（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的著作，⑤之

后其内涵不断丰富和扩展，逐渐发展成为一套观念体系。“美国例外论”的精要大致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美国优越论”，即美国在基本制度、人民才智和地理因素等方面

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更为优越；“美国榜样论”，即美国是全世界的灯塔，占领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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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制高点；“美国使命论”，即美国有责任去关注和改变世界其他地区的状况；“美

国神佑论”，即美国及美国的事业永久获得上帝的保佑，美国命中注定要领导世界。①

在“美国例外论”的信奉者看来，美国人对于价值目标的真诚向往的确影响了其外交

决策。他们甚至认为，作为一个赋予对外行为“道德”要求的国家，美国在许多场合为

了追求理想主义目标，不惜牺牲其物质利益。
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是美国历史上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外交原则，它们通常

被视为是“美国例外论”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美国外交政策具体采取哪种原则却取

决于美国的相对实力。其中，“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力求与其他国家尽可能少地发生

政治关系，“干涉主义”外交原则表现出强烈的进攻性和扩张性。② 多数学者认为，孤

立主义和干涉主义原则所包含的独特的理想主义逻辑是建立在美国人对传统价值和

社会制度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之上的。孤立主义原则是美国在其实力尚不强大时为了

维系其价值体系的完整而采取的一种“隔岸观火”的策略。对此，理查德·克罗卡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ｒｏｃｋａｔｔ）总结道：“孤 立 主 义 所 要 表 示 的 不 是 对 世 界 的 排 斥，而 是 一 种 信

念，即美国可以在寻求自己合法利益的同时，既不会损害自己的价值观，也不会引起

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大国令人讨厌的关注。”③干涉主义的实质在于，当美国的国家

实力达到可以充当世界“救世主”时，它便通过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积极地把美国

人认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向外扩张。凯南认为，这两种貌似对立的外交原则

在价值诉求上有共性，即一种绝对的国家道德观既可以被推动去逃避“异己”的东西，

又可能受鼓励去转化这些“异己”的东西。④孤立主义力图逃避参与国际事务，确保美

国不要“世界化”，而干涉主义则要确保美国不受约束地参与国际事务，目的是使世界

“美国化”，让 整 个 世 界 合 乎 美 国 人 的 原 则，进 而 变 得 像 美 国 一 样“美 好”。⑤在 查

尔斯·库普乾（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Ｋｕｐｃｈａｎ）等学者看来，美国人对自身价值和制度的超常

自信，既为美国远离国际体系创造了价值基础，同样也为美国人按照美国观念重塑国

际体系提供了推动力。⑥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二元因素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传统，成为美国外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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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主导思想。关于这一点，研究美国历史或国际关 系 史 的 学 者 们 没 有 太 大 争 议。

在“例外论”观念的驱动下，美国外交特有的理想主义一面切实引导了美国的对外政

策，对于这一点，美国学界也达成了一定共识。然而，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论解释，

特别是其中关于“例外论”对美国外交实践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判断，往往忽视了如下

两个问题：

其一，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观念与它的物质利益追求是

高度吻合的。这种高度的吻合性在逻辑上削弱了将“例外论”看作美国对外政策动力

源的观点的解释力，无法检验“例外论”是否起到相对独立的作用。

其二，在“例外论”的外交文化背景下，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原则的

变化主要是美国实力的变化所致。这种主流观点认为，当美国对外推广价值观念的

愿望获得强大国力支持时，美国的大战略便开始由孤立主义转向对外干涉。这一战

略转型不仅基于物质利益的驱动，而且深受“美国例外论”这一理想主义动机的推动。

然而，对于美国对外战略这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解读，似乎无法有效

阐释在１９世纪末其国家实力占据明显优势并具备“兼济天下”能力的情况下，美国为

何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仍坚持“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而不愿为其理想主义

目标在海外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责任。

二　从孤立到局部扩张：“例外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

当我们试图为基于物质利益的传统外交模式注入价值上的“例外论”因素，并使

二者共同构成所谓二元结构时，首先需要证明新加入的变量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具有

独立的影响力。然而遗憾的是，历史经验显示，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其对外价

值诉求与物质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当物质利益和理想主义目标和方向一致时，事实

上很难轻易判断，基于“例外论”的价值诉求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制定具有实

质影响力。换言之，在所谓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解释中，“例外论”观念并未脱离

利益外交的传统，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宏观历史中起到独立作用。反之，这一观念一直

在为美国的物质利益诉求提供合法性。

１７９３年，乔治·华盛顿颁布了《中立宣言》，要求美国人“真诚而又善意地采取并

执行一种对各交战国友好的和不偏不倚的做法”。①此后，《中立宣言》确立的“孤立主

义”外交原则支配美国对外行为长达一个多世纪。在这段时期内，美国的对外政策十

分明确：避免卷入海外纠葛，不急于参与国际军事竞争。在许多学者看来，孤立主义

·６８· 美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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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原则背后体现的“美国例外论”之逻辑在于：欧洲战争的交战各方是“道德上的一

丘之貉”，战争的性质是“陆上暴君与海上暴君的争斗”；如果新的共和国想要日后“激

励其他民族”的话，就必须首先“保持其纯洁质朴的特性”，绝不能沾染和涉足“卑鄙肮

脏的欧洲王朝政治”，以致“玷污自身清白”，“堕落到与共和原则背道而驰的宫廷阴谋

诡计和不计道德的民族私利”之中。①然而，“例外论”对于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解读

无法独立于该政策背后显而易见的物质利益诉求。

建国初期的美国是一个以农业、贸易和航运业为主的弱国，在经济上对欧洲的依

赖性相当大，其内部的民主共和制度、甚至领土与国家主权的 统 一 也 尚 处 于 脆 弱 状

态，亟需一个安定的环境来稳定、发展和壮大自己。在独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孤立

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的一项指导原则，正体现了美国决策者利用地理上的隔绝条件和

欧洲的均势，避免新生共和国卷入国际政治和军事纠纷的现实考虑和精明算计。“对

外联系越少越好”的孤立主义理念只是不适用于美国的对外贸易和商业领域。② “孤

立主义”原则不仅强调政治上不介入外国纷争，它同时意味着在经济上最大限度地发

展同各国的贸易关系。③ 有学者将“欧洲的灾难”与“美国的机遇”联系起来，这丝毫

不夸张。④ 美国充分利用欧洲旷日持久的战争和经济领域的恶性竞争关系，不但消

除了自身边境的威胁、获取了远远超过国父们曾经梦想的领土规模，而且几乎独享了

人类历史上最为奢侈的“商业蛋糕”。通过长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美国不仅向欧

洲出售了本国出产的几乎全部商品，而且把世界各地的商品运到欧洲，剩下不直接出

口到欧洲的商品也大都被运往西印度群岛的欧洲殖民地。⑤ 美国商品直接出口和转

口贸易额不断翻倍，其海外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导致了美国持

续多年的繁荣，⑥并且帮助它在相互敌对的欧洲国家获得了市场份额和工业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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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①

美国人在道德上极力宣称反对旧世界殖民传统的同时，却在其发展进程中始终

醉心并致力于在美洲扩张领土和势力范围。如果对“孤立主义”大行其道时期美国国

土扩张的历史进行简要回顾，可以发现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相得益彰的例子比比皆

是。主导西部扩张运动的价值观念同样是与“美国例外论”，特别是与美利坚民族的

使命感糅合在一起的。在美国决策者的公开言论中，美国在美洲大肆扩张的欲望和

作为，与其谴责旧世界的权力政治及维护自身的纯洁无辜和道德原则并不相悖。特

别是，当美国人将领土扩张行为与“自由世界的屏障”和“天定命运论”联系在一起解

释时，整个西进运动的道德合法性便获得了一致认同。②在美国领土的扩张进程中，

美国人使用最频繁的词语是“天定命运”，它是“美国例外论”的重要体现。这种“例外

论”试图说明美国的领土扩张行为与其他民族不同，它是“通过预言和许诺获得土地”

的。在“天定命运”的话语体系中，上帝为美国预备了合适的边界，美国人必须依照天

命延伸到准确的、适当的范围其自由才能永存，谁也阻挡不了这一使命的完成。③

独特的“天定命运论”充当了这一时期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土及势力扩张行为与其

维护道德理想之间的精神桥梁，它同样没有脱离美国的物质利益诉求而独立推动对

外政策。其实质正如温伯格（Ａｌｂｅｒｔ　Ｋ．Ｗｅｉｎｂｅｒｇ）所说，“道德是自利的同伴，而扩

张主义则是两者亲 密 结 合 的 产 物。”④确 保“自 由”精 神 之 存 活 的 美 洲“内 部”扩 张 政

策，在现实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美国商业化的潜能，释放了紧随其后的工业化经济的

威力。西进运动最积极的推动者和最直接的受益者是东北部的工商业集团。这场扩

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工商业集团对于更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的利益需求。向太

平洋扩张并控制其沿岸的海港贸易之后，东北部商人就可以把同拉美贸易所获的利

润投入到太平洋贸易中，还可以通过经营鸦片和转口贸易，获取巨额利润。⑤除了拓

展市场规模之外，国家在西进扩张领土的过程中，还不断向制造业集团提供新的劳动

·８８· 美国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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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译），上海译文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 版，第３１页；迈 克 尔·亨 特：《意 识 形 态 与 美 国 外 交 政 策》（褚 律 元 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３～３４页；沃尔特·拉夫伯：《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１８６５～１９１３）》，

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 史》（第２卷）（石 赋、刘 飞 涛 译），北 京·新 华 出 版 社，２００４年 版，第２７８～
２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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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资源，为美国指日可待的经济“起飞”做了必要的准备。正是在巨大的商业利益

的驱动下，同时在铺天盖地的标语、社论和小册子文章所表达之价值诉求的感召中，

美国人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将区区１３州的小面积国土迅速扩张数倍，成为连接

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领土广袤的国家。从这一角度来看，“孤立主义”是美国物质利益

最大化的战略选择。它不但为美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使之实现了资本主义工

业的崛起，同时壮大了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实力。到１９世纪末期，美国已奠定其强

大的物质基础。①

１９世纪晚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美国开始有选择地在欧

洲以外的部分地区积极推行海外扩张政策。特别是随着西部“自由土 地”供 应 的 递

减，美国在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以“门户开放”政策逐渐取代了“门罗主义”政策。

人们通常用“美国例外论”来解释这一变化，认为这是已经具备改造世界的实力的美

国人抱着惯有 的 使 命 感 和 对 美 国 式 文 明 的 执 着 开 始 了 所 谓“拯 救”落 后 地 区 的 征

程。②非基督教文明被视为基督教世界的对立面。中国成为将来可能对基督教文明

造成威胁的“睡狮”。③威廉·麦金莱（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Ｋｉｎｌｅｙ）明确把帝国主义与“美国传

统上独具特色的历史根基”联系在一起。④１８９８年９月，他号召美国人承担责任“去

建立殖民地，去帮助‘受压迫的人民’”，并表示全人类“将由此受益”。⑤这位总统为美

国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的行为做出的辩护最为经典。他声称，在凌晨二、三点钟祈祷

之后，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这声音指示他应当兼并菲律宾。⑥于是，他自然而然地将

占领行为视为“提升、教化和基督教化”菲律宾人的良机。⑦

与遵从上帝意旨在其他国家传播美国价值原则相呼应的另一幅场景是，美国商

人集团在海外扩张中赤裸裸地追逐现实利益。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利用政治和军事

力量在欧洲国家关注的边缘地带为美国商业集团开拓了销售市场。⑧从１９世纪末开

始的有选择的海外扩张政策，显示了美国对欧洲列强尚未染指的世界市场的强烈关

注，以及在全球财富中获得更多份额的物质诉求。美国的商业和金融巨子将目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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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拉美和远东地区市场。①１８９８年，由３００家大型垄断公司联合组成的全国制造商

协会（ＮＡＭ）不仅在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控制权的变革

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而且还明确要求政府建造一支庞大的商业船队、开凿地峡

运河，与拉丁美洲市场建立牢固的联系。② 美国的决策者对于商业精英在海外不断

膨胀的野心显然是赞许的，并且通过实际行动给予他们有力的支持。③ 西奥多·罗

斯福一再重申，为达到保持通往东方终端市场的商路畅通之目的，美国政府必须保证

对通道的管理主要从国家的商业利益出发。甚至连鼓吹道德影响力的伍德罗·威尔

逊（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也明确提出了“外交就是管理商务”的观点，并表示他随时准备

“把整个中国这个大瓷器唏哩哗啦地装进本国的碗橱里”。④

在整个崛起时期美国的对外扩张行为中，“例外论”所包涵的价值诉求与实现本

国商业利益始 终 紧 紧 捆 绑 在 一 起，从 未 脱 离 后 者 单 独 推 动 美 国 的 对 外 政 策。１９０９

年，郝伯特·克罗利（Ｈｅｒｂｅｒｔ　Ｄ．Ｃｒｏｌｙ）出版了《美国生活的前景》一书，将经“美国

例外论”美化的对外部世界的物质诉求推向极致。⑤ 该书在民间热销并受到决策层

的高度重视。一切正如该书的推崇者所期待的那样，美国政府运用了其所能聚集的

全部能量，在海外拓展市场以增进美国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尽一切可能通过机构、

组织和个人在海外扩大美国宗教和民主观念的影响。⑥ 这个由官方机构和民间宣传

组织联手创建的、被艾米莉·罗森堡（Ｅｍｉｌｙ　Ｓ．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称为“推销员式的政府”，

在海外维护并推进着美国至关重要的对外政策。⑦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是美国在近东和远东地区发展传教事业的黄金时代，这与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商业

扩张完全同步。拉夫伯撰写美国这一时期的远东扩 张 史 时，精 心 选 择 了 如 下 标 题：

“亚洲：商品、上帝与炮舰”。⑧它绝妙地展示了美国以“例外论”为依托的所谓价值诉

求与其商业利益之间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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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１９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美国对外政策：

对“例外论”作用的反驳

　　在相信美国对外政策受二元因素而非仅受传统的利益外交驱动的学者眼中，“孤

立主义”是实力不足的美国力图“独善其身”的一种外交文化理念；随着相对实力的变

化，这一外交理念开始向“兼济天下”的方向发展。然而，１９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前美国对外政策史对于这一假说和结论提供了最具代表性的经验反驳。在长

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并没有在其实力达到可以实现价值扩张的时候去试图

挑战其眼中“污浊”的旧秩序，或着手建立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新秩序。

１８９４年，美国以９５亿美元的工业产值，占据工业世界的第一把交椅。① 第一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引擎，其军事力量也已具

备当世界霸主的条件。自１９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的实力原本可以

支持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实现其改变世界的价值诉求，这一点是美

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共识。②然而，在这一时期，美国仍然主要以“孤立主义”的姿

态处理其对外事务，刻意回避担任世界主导者的角色。奉行积极对外战略、且以行为

“冒进”著称的西奥多·罗斯福在任期间仅一次干预过欧洲的势力均衡。③被公认在

影响全球事务中最信奉理想主义的威尔逊政府也未能实质性地改变美国在参与海外

事务方面的保守倾向。

１９世纪末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美国为何在实力占优势的情况下，主动

放弃通过主导国际秩序来实现其“拯救世界”的价值诉求？笔者认为，其原因正在于

选择“孤立主义”政策和接受欧洲旧秩序是其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在这一时

期，“孤立主义”外交战略使美国及其商业精英集团获得的海外市场利润远高于参与

国际事务、并试图改变既有秩序之平衡状态可能带来的收益。这导致美国承担世界

主导者责任的动力明显不足。

工业革命后，美国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国内剩余资本主要被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

所消化，一直没有遭遇市场阻塞。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后期步入工业高速增长阶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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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一直较为集中地在欧洲销售其产品。①在进入２０世纪

前的几十年中，美国对欧洲的出口几乎一直占其出口总额的８０％以上，其中一半以

上商品的销售对象是其传统贸易伙伴英国；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共消化了美国９５％

以上的出口需求。②２０世纪之后的十几年中，尽管美国的外贸市场分布开始呈现多

元化趋势，但其对欧洲的出口比例仍然占主导地位，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仍然消费了

９０％以上的美国出口商品。就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分布而言，自１９世纪最后几年美

国开始向海外输出资本以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洲和欧洲市场共吸纳

了美国９３％以上的海外投资需求。③

如前所述，美国也参与到１９世纪末期的海外扩张潮流之中，试图在欧美两大市

场之外的更多地区扩展其销售途径。④然而，美国当时并没有挑战大国的既得利益和

旧欧洲秩序，它只是尝试着在列强争夺的边缘地带扩展市场。美国在１９世纪末期的

海外扩张主要是在被欧洲强国视为边缘利益的拉美和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建立并

巩固其市场优势。⑤美国在美洲大陆之外的扩张重点是太平洋地带，特别是夏威夷和

萨摩亚地区。⑥美国在夏威夷的整个扩张过程没有遭遇欧洲国家的干涉。在萨摩亚，

虽然欧洲列强直接参与了争夺，但竞争比较和缓。在欧洲主要强国重点扩张的中东、

非洲和远东市场，美国几乎没有与它们直接角逐或产生摩擦。⑦尽管在１９世纪末通

过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的控制权，并且试图同

日本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美国所选择的这两个海外竞争对手都不在世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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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列，它们或已退出、或尚未进入列强视野，因此这些冲突并没有触动当时主要大国在

海外的利益分配格局。为了表示对英国殖民体系予以支持，美国公开鼓励伦敦挫败印

度土著居民要求独立的愿望，甚至称赞英国在埃及的殖民活动是“伟大的文明事业”。①

１９１４年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及其商业精英阶层不愿直接卷入战争。在他们看

来，政治上维持“孤立”的对外战略显然远比介入到世界纠纷中具有 更 高 的 收 益 率。

在实行孤立主义政策的背景下，美国商人不但把本国生产的商品销售到欧洲，而且可

以凭借中立国的特权在欧洲国家之间从事转口贸易。在１９１４年８月至１９１７年３月

的中立期中，美国向英国及其盟国出售的武器价值就超过２２亿美元，而钢铁、食品等

重要物资的出口也以同样的数量剧增。当战争导致欧洲的商船从亚洲、中东和拉美

等地撤出后，美国商船很快遍布全世界，替代了欧洲国家在这些地区的市场份额。与

此同时，大量美国资本流向亚洲和拉美地区，投资于当地的银行、铁路和工厂，在商业

上占据先机。伴随战时中立贸易的另一个重要经济后果是，美国在欧洲的借贷迅猛

增长，美国迅速从债务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②凭借战时中立政策在世界贸

易和融资领域获得的地位，华尔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了世界的金融中心。③

美国最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源于商业利益受阻。随着战争向有利于德国

的方向发展，美国决策者和商业精英阶层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商业利益方面的威

胁，他们尤其担心德国可能通过中断跨大西洋贸易而对美国经济利益造成严重的破

坏。④１９１７年初，德国潜艇开始攻击横跨大西洋的美国商船，并声称如果美国不迫使

英国遵守关于中立贸易的国际法，德国将可能再次发动更强大的无限制潜艇战，不断

击沉美国开往协约国的商船。⑤德国此举直接导致美国于４月６日对德宣战。美国

通过战争参与欧洲纠纷，其中经济利益的考虑是首要的。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短期经济原因是，在英德两国军事封锁或打击的压力下，通过中立贸易维持其欧洲

市场的路径严重受阻；其长期顾虑则来自德国称霸后对于美国海外商业渠道的破坏。

一旦经济获利方面的障碍和隐忧解除了，美国旋即就从世界事务的舞台退回到

霸权争夺的看台上。这种现实利益的考虑有效压制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美国人将

自身制度和观念进行推广的热情。威尔逊提出了国联１４点计划，试图让美国通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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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机制获得世界领导权。①在经过一系列博弈后，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８日，相关国家签

订了《凡尔赛和约》。②然而，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为反对该和约的美国社会主流提供

了思想和舆论氛围，③以致《凡尔赛和约》的批准在美国国内遭遇到强大的阻力。以

亨利·洛奇（Ｈｅｎｒｙ　Ｃ．Ｌｏｄｇｅ）为首的３９位参议员草拟了一份联名声明，要求在原

始和约文本基础上附加１５条以逃避国际义务为目的的保留性条款。洛奇本人还是

对美国参与海外事务秉持相对积极态度的政治代表。相比之下，议会中顽固的孤立

主义者则更不希望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并承担义务，他们反对任何带有国联盟约条款

的国际条约。这些 不 同 的 力 量 集 结 成 强 大 的 同 盟，反 对 威 尔 逊 版 的《巴 黎 和 约》。④

最终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附有洛奇保留条款的和约文本与未附保留条款的原始和

约文本均遭到否决。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随之而来的１９２０年大选成为了候选人之

间围绕美国是否选择批准《凡尔赛和约》所进行的角逐。较量的结果是共和党获得了

参众两院的大多数席位。《凡尔赛和约》在１９１９年的参议院投票和１９２０年的大选中

均未获得美国人的认可，这充分体现出，在海外商业利益渠道畅通的情况下，美国主

流精英和社会大众对获得并担当世界领导地位持冷淡甚至排斥的态度。

在停战和大萧条之间的年代里，美国决策者认为本国海外商业利益无虞，便试图

避免承担维护 世 界 秩 序 的 责 任。沃 伦·哈 定（Ｗａｒｒｅｎ　Ｇ．Ｈａｒｄｉｎｇ）上 台 后 旋 即 表

示，他的政府“肯定而坚决地放弃加入国联的一切想法”，并且“不提议从旁门、后门或

地下室的门进去”。⑥ 他在就职演说中明确声称：“我们不打算被连累。”随后，美国分

别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签订和约。与同盟国单独缔结这些和约意味着，美国实际

上解除了它在《凡尔赛和约》中需要承担的责任，不再为制止未来扰乱和平的行为做

出任何保证。

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几乎还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愿意承担构建世界经济和安全

秩序的责任。美国人的“例外论”观念和推广自身价值观的理想并没有转化为实质性

的对外行为。截 至１９２９年，美 国 已 占 据 世 界 国 民 收 入 的 近５０％，工 业 总 产 量 的

·４９· 美国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入江昭：前引书，第４１～４５页；帕特森等：前引书，第３９９～４０５页。

杨生茂主编：前引书，第２８６～２８９页；入江昭：前引书，第５３～６２页。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Ｌｉｎｋ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Ｃａｔｔ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ｐｏｃｈ：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００（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ｌｆｒｅｄ　Ａ．Ｋｎｏｐｆ，１９８０），ｐ．１７０．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Ｌｉｎｋ，Ｗｉｌｓ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ｓｔ，Ａ　Ｌｏｏｋ　ａｔ　Ｈｉｓ　Ｍａｊ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ＭＤ：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ｐ．１４０．
详见入江昭：前引书，第６２～７２；Ｌｉｎｋ　ａｎｄ　Ｃａｔｔ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ｐｏｃｈ：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００，ｐｐ．２０５～２０７，２１８～２２５。

Ｓａｍｕｅｌ　Ｆ．Ｂｅｍｉｓ，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５ｔｈ　ｅ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ｏｌｔ，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
Ｗｉｎｓｔｏｎ，１９６５），ｐ．６５７．



４０％、国际贸易总额的１６％，以及世界黄金储备的半数以上。①这一世界经济力量平

衡的根本性变化，要求美国在建立一种可行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方面起到领导作

用，带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局。然而，美国政府却未采取任何主动行动阻止全球经济大

崩溃，并且完全无视政府间的债务和赔款这—战后国际经济和安全体系中最有可能

引发动乱的危险因素。②在查尔斯·金德尔伯格（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看 来，导

致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３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在英国已丧失管理国际体

系能力的同时，具备这一能力的美国不愿承担稳定国际经济体系的责任。③

当整个世界再次陷入混战的时候，美国的算计与其在上一场世界大战中相比，并

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它仍旧通过了比以往更为严厉的中立法案，并希望借此在

战争中继续牟取暴利。④这一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帮助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之后拥有了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５３．４％、出 口 贸 易 的３２．４％和 黄 金 储 量 的

７４．５％，⑤再次成为世界大战的最大赢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放弃了“孤立主义”政策，开始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

并终于将其“令世界美国化”的理想主义价值目标提上日程。这一对外政策重大转型

背后的真正驱动力仍然是物质利益诉求。和此前半个世纪相比，美国不得不面对如

下局面：在美苏两种意识形态的纷争中，全球市场遭到人为的割裂，且美苏各自所占

的市场份额在权力争夺中此消彼长；与此同时，它曾赖以实现经济崛起的西欧市场则

在大战中成为一片废墟。这对于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美国而言，实现其核心

物质利益所必需的海外市场显然缩小了。一方面，美国需要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身

份带领欧洲和日本重建并振兴经济，相应地，它为后两者提供安全、市场和货币等公

共品的动力也明显增强。另一方面，美国还需要通过与苏联进行政治角逐，来打通中

国、东欧等因意识形态原因被人为阻隔的市场。直到此时，以世界领导者身份全面干

预全球事务才成为美国的对外战略，用以实现其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致力于推广美

国价值观的所谓理想主义目标不过是从属于物质利益目标的一个注脚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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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在关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研究中，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对外行为的驱动力不

同于欧洲以利益为主导的一元传统，而具有独特的“二元性”。这种独特性的表现是，

“美国例外论”的观念实质性地作用于美国的对外决策。本文的研究以美国对外政策

史为经验材料回应了以上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是其物质利益诉求。

在美国历史的重要时期，就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而言，所谓的“例外论”只是

附属于美国自身物质利益需要的因素，并没有起到独立的作用。美国对外政策史显

示，理想主义与物质利益这两条看似相互交错的线索其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在所谓

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论”解释中，“例外论”这一独特的一元并未脱离传统的利

益外交因素，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宏观历史中发挥独立的作用。这一理想主义观念附

属于美国对外行为中的物质利益诉求，一直有效地为其提供着道德上的合法性。

进入２０世纪后，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美国在经

济实力、甚至军事实力取得明显优势后并没有试图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重塑当时的

世界秩序，甚至刻意回避担当全球主导者的角色。这一历史案例对“二元论”构成了

有力的反驳。美国拥有“兼济天下”的实力与它追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其价值诉求的

抱负明显不同步的现象，正是美国为了确保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当实现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建立在“例外论”基础上的理想主义目标达不到

高度吻合，或者核心物质利益诉求不需要理想主义目标作为借口时，“例外论”情结对

于美国对外政策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力。因此，“例外论”的价值观念难以独立作

为二元结构中的一个维度，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发挥其有别于物质利益的特殊驱动作

用。无论美国奉行孤立主义还是扩张主义政策，都不是基于“美国例外论”观念的外

交文化，而只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外交策略选择，其背后的驱动力是物质利益诉求。这

一诉求正是美国制定及调整对外政策和大战略的主要根源。

高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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